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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买方势力

戴家武　 王　 业　 李　 汛　 熊瑞祥∗

　 　 摘要: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ꎮ 本文

基于买方垄断视角ꎬ首先估测出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势力ꎬ然后采用双重差分

法评估了最低工资制度对买方势力的因果效应及影响机制ꎮ 研究发现ꎬ中国工业

企业在劳动力市场拥有较强的买方势力ꎬ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ꎻ技术密集型企业的

买方势力最弱ꎬ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买方势力较强ꎻ最低工资制度显著削弱了

企业的买方势力ꎬ各种稳健性检验均支持这一结果ꎮ 异质性分析发现ꎬ最低工资制

度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低技能企业、小型企业、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买方势力的抑

制效应较大ꎮ 机制分析表明ꎬ最低工资制度主要通过工资上涨和劳动力需求收缩

效应削弱了企业的买方势力ꎮ 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合理评估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ꎬ
丰富和拓展最低工资制度的研究视角ꎬ为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提供理论借鉴ꎮ

关键词: 最低工资制度ꎻ买方势力ꎻ边际收益产品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４６

一、引言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ꎬ«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提出ꎬ加强

和改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ꎬ破除妨碍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

的体制机制障碍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ꎮ 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滋生出的系列问题和矛盾ꎬ已
经成为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ꎮ 一方面ꎬ强资本、弱劳

动格局不断深化ꎬ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持续下降(董丰等ꎬ２０２０)ꎬ“９９６ 是福报”“拼
多多员工猝死”“名校毕业生争当卷烟厂工人”之类的话题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ꎮ 另一方

面ꎬ就业市场上的过度内卷使得青年劳动者不堪重负ꎬ居民生育意愿持续下降ꎬ即便全面放

开了三孩政策ꎬ也未能阻止人口生育率下行的趋势ꎮ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ꎬ２０２３ 年末中国人

口总数较上年末减少 ２０８ 万人ꎮ 这些现象与劳资双方市场势力的极度失衡(厉以宁ꎬ２０１３)ꎬ
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的严重偏离(简泽等ꎬ２０１６ꎻＭａｎｎｉｎｇꎬ２０２１)有着千丝万缕

的关联ꎮ 尤其在监管薄弱的环境中ꎬ一些企业凭借资本的天然优势在劳动力市场上积累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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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买方势力ꎬ以此作为压低劳动者报酬并获取超额垄断利润的不二法宝ꎮ
劳动力市场买方势力不仅影响劳动者的切身利益ꎬ而且与企业自身绩效乃至整个宏观

经济密切相关ꎮ 在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ꎬ企业会减少人力资本投资ꎬ由于人力资本

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ꎬ这又将进一步阻碍企业创新和技术进步(Ａｃｅｍｏｇｌｕꎬ２０１０)ꎬ甚至

会降低经济增速(Ｂａｒｒ ａｎｄ Ｒｏｙꎬ２００８)ꎮ Ｔｏｒｔａｒｏｌｏ 和 Ｚａｒａｔｅ(２０１８)基于哥伦比亚制造企业面

板数据的研究发现ꎬ如果消除劳动力市场买方势力ꎬ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上升 ２.５％左右ꎮ
从宏观层面来看ꎬ劳资双方市场势力的失衡不仅会影响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建设ꎬ还会阻碍

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ꎬ最终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ꎮ
围绕这些问题ꎬ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和政策ꎬ试图从源头上防止或者缓解初次分配中

的劳资利益失衡格局ꎬ其中ꎬ最低工资制度直接增加了中低收入群体劳动报酬ꎬ被认为是最

有效的手段之一ꎬ亦是一项保护劳动者必不可少的政策(Ｃｏｒｅｌｌａꎬ２０２０)ꎮ １９９４ 年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ꎬ正式确立了最低工资制度

的法律地位ꎮ 然而ꎬ由于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不及时以及执行力度弱等原因ꎬ这一制度并没有

得到有效落实ꎮ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ꎬ收入差距问题日益严峻ꎬ最低工资制度作为

政府调节收入分配、保障中低收入劳动者取得合理报酬的重要手段再次引发关注ꎮ 在此背

景下ꎬ«最低工资规定»于 ２００４ 年正式施行ꎬ并通过法规形式确保最低工资制度在全国范围

内得以执行ꎮ 本文基于«最低工资规定»这一准自然实验ꎬ系统评估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在

劳动力市场买方势力的影响ꎮ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１)合理估计中国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买方势

力ꎬ有助于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估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劳动经济学和产

业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范畴ꎮ (２)从理论上建立最低工资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买方势力之间的

逻辑关系ꎬ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合理识别因果关系ꎬ有助于理解劳动力市场买方势力的影响因

素及其内在机制ꎬ为合理应对和解决当前劳动力市场系列问题和矛盾ꎬ进而推动全国统一劳动

力市场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ꎮ (３)从劳动力市场买方势力角度探析最低工资制度的外部性ꎬ
有助于丰富和拓展最低工资制度的研究视角ꎬ并为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提供理论借鉴ꎮ

二、制度背景、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最低工资制度

２００４ 年«最低工资规定»实施ꎬ明确指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不同行政区域可

以有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ꎬ标准的制定与调整要依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消费价格指数、职
工平均工资、就业状况等ꎬ且至少两年调整一次ꎮ 同时ꎬ还对最低工资标准所包含的一些内

容予以修订ꎬ提出最低工资标准不包括加班费、法定奖金ꎬ以及在夜间工作或在极端温度、毒
性等危险环境中工作的困难补贴ꎮ «最低工资规定»增强了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ꎬ充分保障

了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效果ꎮ
评估最低工资的政策效应必须具备两方面条件:一是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幅度ꎬ如果最

低工资标准增长较少ꎬ企业层面工资增长超过最低工资标准增长ꎬ那么最低工资约束力很

低ꎬ很难估计其对企业的影响ꎻ二是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力度ꎬ如果企业不遵守最低工资规

定或者采取其他规避策略ꎬ那么也很难合理评估最低工资的政策效果ꎮ ２００４ 年«最低工资

规定»的实施使得这两个条件都得到满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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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ꎬ从图 １ 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情况来看ꎬ１９９９—２００７ 年期间ꎬ全国平均月最低工资

标准持续上升ꎮ １９９９ 年平均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２５６ 元ꎬ到 ２００７ 年提高至 ５４０ 元ꎬ增长了 １.１
倍ꎮ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年期间ꎬ全国月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率为 ６％ꎬ而自 ２００４ 年«最低工资规

定»实施后ꎬ月最低工资标准增速明显加快ꎬ年均增长率达到 １３.７％ꎮ①

图 １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 年中国城市平均月名义最低工资与实际最低工资

其次ꎬ考虑到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力与约束力很难直接观察到ꎬ本文将工资水平不低于

其所在城市当年最低工资的企业定义为合规企业ꎮ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年合规企业占同期样本的比

例为 ９０.９１％ꎬ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这一比例上升至 ９３.８％ꎬ遵守最低工资政策的企业比例在«最低

工资规定»实施后增加了约 ３ 个百分点ꎬ可见«最低工资规定»有较强的约束力ꎮ 由图 ２ 可

知ꎬ随着时间的推移ꎬ企业平均工资与城市最低工资比值的分布呈现出集中趋势ꎬ均值始终

在大于 １ 的右侧ꎮ 特别是在 ２００４ 年«最低工资规定»实施后ꎬ企业平均工资与城市最低工资

之比小于 １ 的样本明显减少ꎬ而大于 １ 的样本则显著增加ꎮ

图 ２　 企业平均工资与城市最低工资的比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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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数据为名义工资ꎮ



戴家武　 王　 业　 李　 汛　 熊瑞祥:最低工资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买方势力

　 　 此外ꎬ２００４ 年«最低工资规定»实施后ꎬ低工资企业平均工资上升得更快ꎮ 表 １ 显示了

企业平均工资增长与初始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ꎮ 其中ꎬΔｔ－１ꎬｔ ｌｎｗａｇｅ 表示 ｔ－１ 到 ｔ 时期企业平

均工资(对数)的变化ꎬｌｎｗａｇｅｔ－１表示 ｔ－１ 时期企业平均工资的对数ꎮ Ｐｏｓｔ０４ 表示 ２００４ 年政

策实施的时间虚拟变量(２００４ 年及以后取值为 １ꎬ其他时间取值为 ０)ꎮ Ｙｅａｒ０２０３ 表示政策

实施前两年的虚拟变量(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３ 年取值为 １ꎬ其他年份取值为 ０)ꎮ ｌｎｗａｇｅｔ－１×Ｐｏｓｔ０４
表示 ２００４ 年政策实施后企业初始工资的对数ꎬｌｎｗａｇｅｔ－１×Ｙｅａｒ０２０３ 表示 ２００２ 年与 ２００３ 年企

业初始工资的对数ꎮ 以此模型考察企业工资增长是否取决于基准工资水平ꎬ以及这种增长

在 ２００４ 年政策实施后是否发生变化ꎮ
第(１)列的结果表明企业平均工资的增长与初始工资显著负相关ꎬ说明低工资企业的工

资水平增长更快ꎬ工资呈现收敛趋势ꎮ 企业初始工资水平与 Ｐｏｓｔ０４ 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

显著为负ꎬ意味着政策实施后低工资企业的增长速度更快ꎬ即工资呈现更快的收敛趋势ꎮ 第

(２)列是加入企业年龄、规模、全要素生产率等控制变量后的结果ꎬ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

致ꎮ 第(３)列加入了企业初始工资与政策实施前两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ꎬ该交互项系数显著

为正ꎬ表明相较于其他年份ꎬ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低工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增长相对较慢ꎮ
总的来看ꎬ２００４ 年«最低工资规定»实施后ꎬ遵守最低工资规定的企业比例明显增加ꎬ同

时ꎬ低工资企业的增长速度更快ꎬ说明政策的实施有很强的约束力ꎮ 另外ꎬ２００４ 年颁布的

«最低工资规定»政策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预期性ꎬ可以将该政策的实施视作一次准自然实

验ꎬ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评估(Ｆ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ｎꎬ２０１５ꎻＧ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ꎮ

　 　 表 １ 　 　 企业平均工资增长和初始平均工资
(１) (２) (３)

Δｔ－１ꎬｔ ｌｎｗａｇｅ Δｔ－１ꎬｔ ｌｎｗａｇｅ Δｔ－１ꎬｔ ｌｎｗａｇｅ

ｌｎｗａｇｅｔ－１
－０.４８６３∗∗∗

(－２.１ｅ＋０２)
－０.５１８６∗∗∗

(－２.２ｅ＋０２)
－０.５４０２∗∗∗

(－１.８ｅ＋０２)

ｌｎｗａｇｅｔ－１×Ｐｏｓｔ０４
－０.０５１４∗∗∗

(－２０.２８５３)
－０.０４６４∗∗∗

(－１８.６１２９)
－０.０２４８∗∗∗

(－７.９１７９)

ｌｎｗａｇｅｔ－１×Ｙｅａｒ０２０３
０.０４７９∗∗∗

(１３.４３２５)

ｌｎａｇｅ －０.０３７３∗∗∗

(－５９.２６９４)
－０.０３７４∗∗∗

(－５９.５５１６)

ｌｎｓｉｚｅ ０.０４７３∗∗∗

(６６.６１０７)
０.０４７２∗∗∗

(６６.５９８４)

ｌｎｔｆｐ ０.０６４７∗∗∗

(５３.７１９４)
０.０６４７∗∗∗

(５３.８１５４)

ｌｎｃａｐｄｅｓ ０.０４４７∗∗∗

(９１.０８８９)
０.０４４７∗∗∗

(９１.３８１９)

ＳＯＥ＿ｓｈａｒｅ ０.０５４１∗∗∗

(１９.５６２７)
０.０５２６∗∗∗

(１９.０３５８)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９８６４８４ ９８６４８４ ９８６４８４
Ｒ２ ０.２６８３ ０.２８２３ ０.２８２６

　 　 注:括号内是根据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的 ｔ 值ꎻ∗∗∗表示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ꎮ

(二)文献回顾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大致可梳理为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劳动力市场买方势力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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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文献一般以 Ｍａｒｋｄｏｗｎ(本文暂且翻译为抽成率)衡量买方势力ꎬ计算公式为劳动力的边

际收益产品ＭＲＰＬ 与工资 ｗ 的比值(Ｙｅｈ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２)ꎮ 测算买方势力的方法主要包括两类:
(１)传统的结构模型法ꎬ首先基于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推导得到买方势力与劳动供给弹性的

理论关系ꎬ然后估计劳动供给函数得到劳动供给弹性ꎬ最后换算出买方势力估计值(Ｃａｒｄ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ꎮ 由于劳动供给函数中普遍存在内生性问题ꎬ一些文献采用工具变量法(Ｔｏｒｔａｒｏｌｏ
ａｎｄ Ｚａｒａｔｅꎬ２０１８)或基于准自然实验的政策评估法(Ｍａｔｓｕｄａｉｒａꎬ２０１４)ꎬ试图得到劳动供给弹

性和买方势力的一致估计ꎮ (２)最近提出的生产法ꎬ即从生产函数出发ꎬ推导出买方势力与

要素产出弹性、要素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ꎬ然后通过控制函数法估计产出弹性ꎬ进而测算出

劳动力市场买方势力(Ｂｒｏｏｋ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１ꎻＹｅｈ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２)ꎮ 生产法的主要优点在于不仅具

有严谨的理论基础ꎬ而且较好地克服了参数估计过程中的内生性问题ꎬ在数据上也有更强的

普适性ꎮ 国内学者主要从劳动者角度出发ꎬ采用企业层级的微观数据估测了劳动者议价能

力ꎬ普遍发现中国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缺乏议价能力(谢申祥等ꎬ２０１９ꎻ柏培文、杨志才ꎬ
２０１９ꎻ简泽等ꎬ２０１６ꎻ盛丹、陆毅ꎬ２０１６ꎬ２０１７)ꎮ

二是关于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ꎮ 已有研究主要聚焦就业、工资、劳动收入

份额和劳动力资源配置等方面ꎬ例如ꎬ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政策提高了受约束企业的用工成

本ꎬ抑制了企业的用工需求ꎬ从而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 ( Ｓｕ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ꎻＨａｒａｓｚｔｏｓｉ ａｎｄ
Ｌｉｎｄｎｅｒꎬ２０１９ꎻ马双等ꎬ２０１２ꎻ张丹丹等ꎬ２０１８ꎻ张琼等ꎬ２０２２)ꎮ 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ꎬ认为最

低工资政策有利于促进就业(Ｎ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ꎬ还有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制度促进了已婚女性

(马双等ꎬ２０１７)和城镇老年人(颜迪等ꎬ２０２３)的劳动参与ꎮ 最低工资制度如何影响工资水

平ꎬ学界看法也莫衷一是ꎮ 一些学者认为最低工资上调存在较大溢出效应ꎬ且溢出效应与政

策执行力度正相关(Ｆ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ꎻ孙中伟、舒玢玢ꎬ２０１１ꎻ马双等ꎬ２０１２ꎻ张军等ꎬ２０１８)ꎮ
然而ꎬ也有少数文献认为最低工资标准对平均工资变化影响非常小ꎬ且不具有持续性ꎬ甚至

可能会降低劳动者的月收入水平(Ｃａｌｉｅｎｄ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ꎻ罗小兰、丛树海ꎬ２００９)ꎮ
已有文献在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为本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素材ꎬ但仍然存在一

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值得探讨:一是缺少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买方势力的研究ꎮ 中国拥有全

世界最大的人口规模和劳动力数量ꎬ近年来劳动力市场内卷所引发的矛盾以及对资本无序

扩张的担忧ꎬ都从根本上指向了买方势力这个核心问题ꎬ而遗憾的是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买

方势力的讨论尤其是实证研究实属凤毛麟角ꎮ 二是缺少关于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力市场买

方势力影响的研究ꎮ 已有文献虽然从各个角度评估了最低工资制度的政策效应ꎬ但忽视了

买方势力这一重要问题ꎮ 如果最低工资制度通过强制性提高中低收入者的工资水平ꎬ进而

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或强化)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买方势力ꎬ那么这一制度所带来的正

(或负)外部性则可能被严重低估了ꎮ
(三)最低工资制度影响买方势力的理论分析

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ꎬ在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条件下ꎬ劳动力价格(即工资)等于

其边际收益产品(可以理解为边际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ꎮ 然而ꎬ完全竞争条件在现实中并

不存在ꎬ企业在劳动力市场或多或少拥有一定程度的买方势力(Ａｚａ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０)ꎮ 若劳动

力市场完全竞争ꎬ则抽成率取值为 １ꎬ意味着企业新增 １ 单位劳动力创造的价值等于其边际

成本ꎬ此时企业在劳动力市场没有任何买方势力ꎻ若抽成率取值大于 １ꎬ则说明企业在劳动力

市场拥有买方势力ꎮ 抽成率越大ꎬ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势力就越强ꎮ 毋庸置疑ꎬ«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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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规定»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受约束企业的工资水平ꎬ这一点在上述实证分析中也得到了验

证ꎮ 而工资是决定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买方势力的关键变量ꎬ根据买方势力(抽成率)的计算

公式易知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ꎬ工资水平上升会削弱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买方势

力ꎮ
与此同时ꎬ由于«最低工资规定»强制性提高了受约束企业的工资水平ꎬ为了维持成本最

小化ꎬ受约束企业倾向于削减劳动力雇佣数量ꎬ一方面可能会减少新员工的招聘数量ꎬ另一

方面可能会通过裁员的方式ꎬ减少已雇佣的低技能员工人数ꎬ如 Ａｓｈｅｎｆｅｌｔｅｒ 和 Ｃａｒｄ(１９８２)的
研究表明ꎬ受最低工资政策的影响ꎬ低工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增长更快ꎬ而且更容易被裁员ꎻ
马双等(２０１２)、杨娟和李实(２０１６)等均发现最低工资制度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ꎬ但同

时抑制了就业ꎮ 随着一部分低技能员工被裁员ꎬ企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会上升ꎻ同时ꎬ在位

员工为了避免被裁员ꎬ也会想方设法提高自身的劳动生产率ꎬ这一点在已有研究中也得到了

验证ꎬ如 Ｍａｙｎｅｒｉｓ 等(２０１４)发现最低工资调整有利于提高中国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ꎮ 由

于工资受到政策的直接影响ꎬ其上升幅度要高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幅度ꎬ根据抽成率的计算

公式ꎬ企业的抽成率将下降ꎮ 由此ꎬ本文提出待检验假说:
«最低工资规定»的实施提高了受约束企业的工资水平ꎬ同时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ꎬ导

致受约束企业的劳动力边际收益产品上升ꎬ但对工资的提升效应更大ꎬ最终削弱了企业在劳

动力市场上的买方势力ꎮ

三、方法、数据与典型事实分析

(一)劳动力市场买方势力的估测方法

本文借鉴 Ｙｅｈ 等(２０２２)、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 和 Ｗａｒｚｙｎｓｋｉ(２０１２)的方法ꎬ并结合中国现实情境

和数据结构特征进行适当调整ꎬ以合理估计劳动力市场买方势力ꎮ 首先假设企业 ｉ 在时期 ｔ
的生产函数为:

Ｑｉｔ ＝Ｑｉｔ ＬｉｔꎬＭｉｔꎬＫ ｉｔꎬωｉｔ( ) (１)
(１)式中:Ｌｉｔ、Ｍｉｔ、Ｋ ｉｔ分别表示劳动力、中间品和资本投入ꎬωｉｔ为全要素生产率ꎮ 假设产品市

场和劳动力市场均为不完全竞争ꎬ企业在产品市场拥有卖方势力ꎬ在劳动力市场拥有买方势

力ꎮ 企业 ｉ 的成本最小化问题可由以下拉格朗日函数表示:
Ｌ ＬｉｔꎬＭｉｔꎬＫ ｉｔꎬωｉｔ( ) ＝ｗ ｉｔ Ｌｉｔ( ) Ｌｉｔ＋γｉｔＭｉｔ＋δｉｔＫ ｉｔ＋λ ｉｔ Ｑｉｔ－Ｑｉｔ()( ) (２)

(２)式中:ｗ ｉｔ、γｉｔ、δｉｔ分别代表工资、中间品投入价格和资本价格ꎮ 由于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

竞争的ꎬ因此工资并非常数而是劳动力投入的函数ｗ ｉｔ Ｌｉｔ( ) ꎮ 对上述拉格朗日函数等号两边

关于劳动力投入求偏导后得到以下条件:

ｗ ｉｔ １＋ １
εＬｗ
ｉｔ

æ

è
ç

ö

ø
÷ ＝λ ｉｔ

∂Ｑｉｔ()
∂Ｌｉｔ

(３)

(３) 式中: εＬｗ
ｉｔ 为企业 ｉ 面临的劳动供给弹性ꎮ 定义企业 ｉ 的抽成率和加成率分别为

ＭＤｉｔ ＝ＭＲＰＬ
ｉｔ / ｗ ｉｔ和ＭＵｉｔ ＝ Ｐ ｉｔ / ＭＣ ｉｔꎬ其中ꎬＰ 表示企业产品价格ꎬＭＣ 表示企业生产边际成本ꎮ

根据包络定理可知λ ｉｔ为企业的边际成本ꎮ 因此ꎬ通过移项可将(３)式转换为:

ＭＤｉｔ ＝
θＬ
ｉｔ

αＬ
ｉｔ

ＭＵ－１
ｉｔ (４)

８３１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４)式中:θＬ
ｉｔ ＝

∂Ｑｉｔ()
∂Ｌｉｔ

Ｌｉｔ

Ｑｉｔ
为劳动力的产出弹性ꎬαＬ

ｉｔ ＝
ｗ ｉｔＬｉｔ

Ｐ ｉｔＱｉｔ
为劳动收入份额ꎮ 同理ꎬ对上述拉

格朗日函数等号两边关于中间品投入求偏导可得到ＭＵｉｔ ＝
θＭ
ｉｔ

αＭ
ｉｔ

ꎬ代入(４)式可得到买方势力的

表达式:

ＭＤｉｔ ＝
θＬ
ｉｔ

αＬ
ｉｔ

θＭ
ｉｔ

αＭ
ｉｔ

æ

è
ç

ö

ø
÷

－１

(５)

由(５)式可知ꎬ估计买方势力的关键在于如何得到劳动力和中间投入品产出弹性的合理

估计ꎬ因为要素收入份额可直接从数据中计算得到ꎮ 为此ꎬ本文借鉴 Ａｃｋｅｒｂｅｒｇ 等(２０１５)提
出的半参数法(以下简称 ＡＣＦ)估计生产函数并计算产出弹性ꎬ得到产出弹性和收入份额后ꎬ
代入(５)式便可测算出买方势力ꎮ

(二)数据说明

本文的数据来源包括两个方面: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各地级市最低工

资标准ꎮ 数据处理过程如下:(１)借鉴聂辉华等(２０１２)等已有文献的普遍做法对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库进行清洗ꎬ包括剔除关键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ꎻ剔除工业总产值、中间投入、工资

等指标负值以及零值的样本ꎻ剔除企业从业人员少于 ８ 人的样本ꎻ剔除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

和流动资产的样本ꎻ为了减轻极端值的影响ꎬ对关键变量进行 １％缩尾处理ꎻ为了剔除通货膨

胀因素ꎬ对价值类变量以 １９９８ 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ꎮ 此外ꎬ由于在生产函数的 ＧＭＭ 估计

中需要以滞后一期的投入要素作为工具变量ꎬ因此损失掉初始年份(即 １９９８ 年)的样本ꎬ最
终剩余 １４１７６６１ 个观测值ꎮ (２)各地级市最低工资标准通过«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及各地政府官方网站手动搜集整理ꎬ共有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 年 ２８６ 个地级市 ２５７４ 个样本

数据ꎮ (３)将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 年买方势力数据与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匹配ꎬ由于部分控制变量个

别年份的数据有所缺失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量为 １０５９６４７ꎮ 关键变量统计摘要见表 ２ꎮ

　 　 表 ２ 　 　 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工业总产值
均值 ２４４５７ ２７４５９ ２９７６７ ３２６９７ ３７１１２ ３９９５２ ４０８０２ ４８１０５ ５５３４９

标准差 ３６９９５ ４２８７３ ４６８９２ ５２１５６ ６０８０８ ６４１３４ ６７５９０ ８０７４４ ９１６７６

固定资产净值
均值 ５１７６ ５５９５ ５９９０ ６２０２ ６５６９ ７０１７ ６５８０ ７１９３ ７６４２

标准差 １０１１４ １０８５５ １１６８３ １２３７０ １２８１１ １３０８７ １２６７２ １４１４６ １４７３０

从业人数
均值 １３１ １３４ １３３ １３４ １３６ １３６ １２７ １２８ １２６

标准差 １１６ １２０ １２１ １２３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１ １２３ １２２

中间投入
均值 １９２３７ ２１５０４ ２３２１８ ２５３９１ ２８６６１ ３１０７８ ３１１４１ ３５７８７ ４０９９９

标准差 ２９８６１ ３４４４７ ３７５３８ ４１２９８ ４７８４４ ５１２９４ ５３２０６ ６２０３８ ７０４７７
样本量 ６３８９３ ６９９０４ ６９８５７ ８７０３８ ９７６０６ ９９０４１ １７２１０８ １８６２３８ ２１３９６２

　 　 注:价值类变量的单位为千元ꎮ

(三)买方势力的典型事实

图 ３ 描述了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 年间中国工业企业抽成率均值的变化趋势ꎬ各年度抽成率均值

都大于 １ꎬ表明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较强的买方势力ꎬ而且呈现出逐年增强的趋势ꎮ 全

样本的抽成率均值为 ２.２２ꎬ意味着平均而言ꎬ劳动者从其生产的边际产品中只获得大约 ４５％
左右的收益ꎬ劳动所得远远低于以边际产品价值衡量的劳动贡献ꎮ 为了揭示不同行业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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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的异质性特征ꎬ本文参考王家庭等(２０１９)的做法ꎬ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的
分类标准ꎬ 将样本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类不同行业ꎬ并逐年计算三

类行业抽成率的均值ꎮ

图 ３　 样本企业抽成率的行业特征及变化趋势

由图 ３ 不难看出ꎬ虽然抽成率的均值都在逐年上升ꎬ但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之间差异明

显ꎮ 其中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抽成率均值一直低于劳动与资本密集型行业ꎬ原因可能在于技

术密集型行业中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较多ꎬ在技能型劳动力相对稀缺的情况下ꎬ高技能水平有

助于提升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ꎮ 相对而言ꎬ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装备多、投资量大ꎬ对劳

动力的需求相对较少ꎮ 而劳动密集型行业面对样本期间中国大量剩余劳动力供给ꎬ其在劳

动力市场上的买方势力自然会比较强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２００４ 年之前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抽成率水平与劳动密集型行业一直保

持着相对稳定的差距ꎬ而从 ２００４ 年开始ꎬ前两者与后者的抽成率差距相对缩小ꎬ尤其是资本

与劳动密集型行业抽成率的趋势在 ２００４ 年之后出现反转ꎮ 这或许与 ２００４ 年«最低工资规

定»的出台有密切关系ꎬ因为受最低工资制度影响最大的主要是薪资水平较低的劳动密集型

企业ꎬ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的实证分析中详细论述ꎮ
不同产权企业的治理结构、技术水平、政策支持等存在较大差异ꎬ可能会导致它们在劳

动力市场上的买方势力呈现出某些异质性特征ꎮ 为了更加细致地揭示买方势力的典型事

实ꎬ本文根据企业实收资本占比情况将样本分为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中国港澳台企业和外

资企业ꎮ 由图 ４ 可知ꎬ不同产权企业的抽成率确实存在明显差异:民营企业的抽成率一直处

于最高水平ꎬ国有企业抽成率最低ꎬ两者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ꎻ外资企业和中国港澳台企业

的抽成率较接近ꎬ处于中间水平ꎬ其中外资企业抽成率水平几乎保持不变ꎬ而中国港澳台企

业抽成率则呈现下降趋势ꎮ
民营企业抽成率最高ꎬ原因可能有三个方面:(１)为了生存和发展ꎬ民营企业员工的工作

时间与劳动强度高于同类型其他企业ꎮ (２)民营企业的福利待遇相对于其他类型企业也是

偏低的ꎬ很多民营企业对于法律所规定的一些就业政策如五险一金的缴纳ꎬ只愿意给出满足

法律规定的最低要求ꎮ (３)中国人口众多ꎬ低技能劳动者仍然供大于求ꎬ且可替代性较强ꎬ因
此低技能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较低ꎮ

国有企业抽成率最低ꎬ这与其自身性质相关ꎮ 国有企业是有政府投资参与控股的企业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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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兼具营利法人和公益法人的特点ꎮ 相较于盈利ꎬ国有企业的目标更多

在于调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发展ꎮ 因此ꎬ国有企业员工福利待遇相对较高ꎬ国有企业在劳

动力市场上买方势力最低ꎮ 简泽等(２０１６)用国有资本占产业总资本的比重度量国家对经济

活动的调控程度ꎬ发现国家的调控能够提高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能力ꎮ 换言

之ꎬ国有资本占比越高的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势力就越弱ꎬ与本文的结果一致ꎮ

图 ４　 样本企业抽成率的产权特征及变化趋势

四、最低工资制度影响劳动力市场买方势力的实证分析

本文借鉴Ｄｒａｃａ 等(２０１１)、Ｍａｙｎｅｒｉｓ 等(２０１８)ꎬ以 ２００４ 年«最低工资规定»的施行为准自然

实验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买方势力的政策效应ꎬ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ＭＤｉｔ ＝α×ｔｒｅａｔｉｔ＋β×ｔｒｅａｔｉｔ×ｐｏｓｔ０４ｔ＋δ×Ｘ ｉｔ＋μｉ＋μｔ＋μｃ＋εｉｔ (６)

(６)式中:被解释变量 ｌｎＭＤｉｔ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年抽成率的对数ꎮ ｔｒｅａｔｉｔ为区分处理组和对照组

的虚拟变量ꎬ本文借鉴 Ｍａｙｎｅｒｉｓ 等(２０１８)的做法ꎬ若企业 ｉ 在 ｔ－１ 年平均工资低于其所在城

市 ｔ 年的最低工资标准ꎬ则被定义为处理组( ｔｒｅａｔｉｔ ＝ １)ꎬ否则为对照组( ｔｒｅａｔｉｔ ＝ ０)ꎬ企业 ｉ 是
否受政策影响会随时间而变化ꎮ ｐｏｓｔ０４ｔ是最低工资制度实施的时间虚拟变量ꎬ２００４ 年及以

后的年份赋值为 １ꎬ２００４ 年之前的年份赋值为 ０ꎮ Ｘ ｉｔ为相关的控制变量ꎬ借鉴蒋灵多和陆毅

(２０１７)、许明和李逸飞(２０２０) 等已有文献的做法ꎬ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

(ｌｎａｇｅ):(数据报告期－成立年份＋１)取对数ꎻ企业规模( ｌｎｓｉｚｅ):企业的从业人数取对数ꎻ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ｌｎｔｆｐ):采用 ＯＰ 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取对数ꎻ人均固定资本( ｌｎｃａｐｅｄｓ):
企业固定资本与从业人数的比值取对数ꎻ国有资本比例(ＳＯＥ＿ｓｈａｒｅ):国有资本在企业资本

中的占比ꎻ城市发展水平(ｌｎｇｄｐ):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取对数ꎻ城市总人口( ｌｎｐｏｐ):城市地区

总人口取对数ꎮ 由于本年最低工资标准是根据上一年的发展状况制定的ꎬ因此所有控制变

量均采用一阶滞后项ꎮ 此外ꎬ本文还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μｉ)、年份固定效应(μｔ)和城市固

定效应(μｃ)ꎬεｉｔ为随机扰动项ꎮ 本文关心的系数是 βꎬ它衡量了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买方势

力的平均处理效应ꎮ
抽成率由前文估计得到ꎬ地级市月最低工资数据通过各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官网以及其他政府网站获得ꎬ最终搜集整理了 ２８６ 个地级市最低工资数据ꎮ 企业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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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ꎬ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ꎮ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采用 ＯＬＳ 方法对模型(６)进行回归ꎬ结果见表 ３ꎮ 其中ꎬ第(１)列只控制了年份固定效

应ꎬ第(２)—(４)列逐步加入控制变量以及年份、企业和城市固定效应ꎮ 从表 ３ 的结果可以

看出ꎬ无论加入何种控制变量、固定何种效应ꎬｔｒｅａｔｉｔ×ｐｏｓｔ０４ｔ对应的系数均显著为负ꎬ表明与

对照组企业相比ꎬ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显著降低了处理组企业的抽成率ꎮ 从第(４)列的结果

来看ꎬｔｒｅａｔｉｔ系数显著为正ꎬ表明在最低工资制度实施之前ꎬ处理组企业相较于对照组企业抽

成率更高ꎮ 但这种情况在最低工资改革后出现转变ꎬ２００４ 年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使得相比

对照组企业而言ꎬ处理组企业抽成率下降了 ４.６９％ꎮ 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最直接的影响是

使得企业被动接受参照当地经济发展程度、就业状况等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ꎬ增加了企业的

用工成本ꎬ从而削弱了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买方势力ꎬ这与 Ｃａｓｅｌｌｉ 等(２０２３)基于意大利

数据得出的最低工资制度抑制了低工资企业买方势力的结论是一致的ꎮ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４ －０.０７４２∗∗∗

(－６.４０６５)
－０.０４４０∗∗∗

(－４.９７８１)
－０.０４４９∗∗∗

(－５.０９７６)
－０.０４６９∗∗∗

(－５.３２３８)

ｔｒｅａｔ ０.３０２７∗∗∗

(３０.４４６５)
０.０８５４∗∗∗

(１１.３０４５)
０.０７２５∗∗∗

(９.６４１６)
０.０７３４∗∗∗

(９.７５９７)

ｌｎａｇｅ －０.１５８１∗∗∗

(－２０.２６０３)
－０.１２１９∗∗∗

(－１５.７２４４)
－０.１２４０∗∗∗

(－１５.９９４４)

ｌｎｓｉｚｅ －０.３３９２∗∗∗

(－７７.７９９４)
－０.４２７２∗∗∗

(－９０.３１６５)
－０.４２５９∗∗∗

(－８９.９９５４)

ｌｎｔｆｐ ０.１５６１∗∗∗

(３７.７９３６)
０.１３７５∗∗∗

(３３.５０１７)
０.１３８１∗∗∗

(３３.６４４４)

ｌｎｃａｐｄｅｓ －０.１２８０∗∗∗

(－５１.５９０３)
－０.１２７８∗∗∗

(－５１.５１１９)

ＳＯＥ＿ｓｈａｒｅ －０.１０５８∗∗∗

(－８.２８５９)
－０.１０４７∗∗∗

(－８.２０３９)

ｌｎｇｄｐ －０.１２０２∗∗∗

(－８.１２６８)

ｌｎｐｏｐ －０.１８２１∗∗∗

(－３.４１５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９７７３８１ ８８２５３６ ８８２５３６ ８８２５３６
Ｒ２ ０.００８３ ０.７０４５ ０.７０６５ ０.７０６６

　 　 注:括号内是根据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的 ｔ 值ꎻ∗∗∗表示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ꎮ

(二)平行趋势检验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因果效应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必须满足平行趋势假定ꎮ 对于

本文的设定而言ꎬ平行趋势假定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ꎬ如果 ２００４ 年没有实施«最
低工资规定»ꎬ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距将会一直保持稳定ꎮ 由于无法直接观测到没有政

策干预的反事实结果ꎬ因此本文借鉴 Ｍａｙｎｅｒｉｓ 等(２０１８)的做法ꎬ提出三个互补的方法对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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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假定进行检验:
１.在模型中增加一个虚拟变量ｐｏｓｔ０２０３ｔ(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３ 年取值为 １ꎬ其他年份取值为

０)ꎬ以此检验 ２００１ 年或 ２００２ 年平均工资分别低于随后 ２００２ 年或 ２００３ 年城市最低工资的企

业ꎬ在 ２００４ 年改革之前是否已经开始表现出政策效应ꎮ 此时ꎬ ｔｒｅａｔｉｔ 的系数 α 捕捉的是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年处理组企业和对照组抽成率的差距ꎮ 模型重新设定如下:
ｌｎＭＤｉｔ ＝α×ｔｒｅａｔｉｔ＋γ×ｔｒｅａｔｉｔ×ｐｏｓｔ０２０３ｔ＋β×ｔｒｅａｔｉｔ×ｐｏｓｔ０４ｔ＋δ×Ｘ ｉｔ＋μｉ＋μｔ＋μｃ＋εｉｔ (７)

由表 ４ 第(１)列的结果可知ꎬ ｔｒｅａｔｉｔ ×ｐｏｓｔ０２０３ｔ 和 ｔｒｅａｔｉｔ 的系数都显著为正ꎬ而 ｔｒｅａｔｉｔ ×
ｐｏｓｔ０４ｔ 的系数和基准回归结果相近ꎬ显著为负ꎮ 这一结果表明企业抽成率的下降只在 ２００４
年改革之后才会出现ꎬ在此之前并没有出现下降趋势ꎮ

２.本文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划分是随着每年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而变化的ꎬ为了确保改

革后处理组和对照组抽成率差距的变化并不是这些相同企业在改革前就预先存在的趋势ꎬ
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在 ｔ 时期被确定为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企业在 ｔ－２ 时期二者抽成率的差距ꎮ
具体做法是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抽成率对数的滞后两期( ｌｎＭＤｉꎬｔ－２)ꎬ此时 ｔｒｅａｔｉｔ ×ｐｏｓｔ０４ｔ 的

系数衡量了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改革前(１９９９—２００２ 年)的抽成率差距ꎮ 表 ４ 第(２)列结果显

示ꎬ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ꎬ与前文基准回归的结果相反ꎬ表明本文基准结果反映的并不是处

理组(即 ２００４ 年改革后受影响的企业)预先存在的趋势ꎬ这也与 Ｍａｙｎｅｒｉｓ 等(２０１８)在探讨

中国最低工资效应时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３.本文根据 ｔ－１ 年的企业平均工资与 ｔ 年该企业所在城市最低工资对比来区分处理组

和对照组ꎬ可能会忽略企业面临短暂负面冲击的风险ꎮ 如果企业在 ｔ－１ 时期经历了严重冲

击ꎬ导致其平均工资低于所在城市 ｔ 年的最低工资ꎬ此时抽成率的下降可被认为是这部分企

业平均值的回归而不是改革带来的结果ꎮ 为此ꎬ本文删除了在本年未受影响但在下一年受

到影响的企业样本ꎬ并重新估计了回归模型ꎮ 表 ４ 第(３)列结果表明 ｔｒｅａｔｉｔ×ｐｏｓｔ０４ｔ 系数仍显

著为负ꎬ说明本文基准回归的结果不太可能是由其他短暂负面冲击带来的ꎮ

　 　 表 ４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ｌｎＭＤｉｔ ｌｎＭＤｉꎬｔ－２ ｌｎＭＤｉｔ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４ －０.０２５８∗∗

(－２.２３５９)
０.０６８３∗∗∗

(４.２８３５)
－０.０６２０∗∗∗

(－６.３６７２)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２０３ ０.０３９８∗∗∗

(２.９９１７)

ｔｒｅａｔ ０.０５２６∗∗∗

(５.０１５３)
－０.０６２３∗∗∗

(－４.３５２７)
０.１６２８∗∗∗

(１９.５２８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８８２５３６ ３０３５０１ ８４１９６３
Ｒ２ ０.７０６６ ０.７１５２ ０.７１１１

　 　 注:括号内是根据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的 ｔ 值ꎻ∗∗∗和∗∗分别代表在 １％和 ５％的水平上显著ꎮ

(三)内生性问题处理

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或许不完全是改革带来的效应ꎬ可能还受到与改革同时发生的某

些不可观测冲击的影响ꎬ加之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等因素ꎬ会给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带来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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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ꎮ 为此ꎬ本文借鉴 Ｂａｒｔｉｋ(１９９１)的方法构建工具变量ꎬ具体做法是根据其他城市中行业以

往的工资增长来预测本地平均工资ꎬ然后结合«最低工资规定»关于最低工资不得低于当地

平均工资的 ４０％这一标准来估测该城市最低工资ꎮ 一方面ꎬ某城市企业的抽成率不会受到

其他城市经济发展和工资增长的影响ꎬ满足外生性要求ꎻ另一方面ꎬ行业的工资涨幅是全国

联动的ꎬ某一城市的平均工资很有可能受到其他城市工资增长的影响ꎬ满足相关性要求ꎮ 城

市 ｃ 在 ｔ 时期平均工资的预测公式为:

ｗａｇｅｃｔ ＝ ∑
ｋ

ｌｃꎬｋꎬｔ －２
ｌｃꎬｔ －２

×
ｗａｇｅＣｈｉｎａ ＼ ｃꎬｋꎬｔ －１
ｗａｇｅＣｈｉｎａ ＼ ｃꎬｋꎬｔ －２

× ｗａｇｅｃꎬｋꎬｔ －１ (８)

(８)式中:ｗａｇｅＣｈｉｎａ ＼ ｃꎬｋꎬｔ－１表示除了城市 ｃ 以外全国其他城市的行业 ｋ 在 ｔ－１ 年的平均工资ꎬ

ｗａｇｅｃꎬｋꎬｔ－１表示城市 ｃ 的行业 ｋ 在 ｔ－１ 年平均工资ꎮ
ｌｃꎬｋꎬｔ－２
ｌｃꎬｔ－２

表示城市 ｃ 的行业 ｋ 在 ｔ－２ 年占该

城市所有行业的就业份额ꎬ即在 ｔ－２ 年 ｃ 城市行业 ｋ 的从业人员与城市 ｃ 所有行业从业人员

之比ꎮ 假设城市 ｃ 在 ｔ－１ 和 ｔ 年之间的工资增长速度与全国其他地区在 ｔ－１ 和 ｔ－２ 年之间

的工资增长速度相同ꎬ则 ｗａｇｅｃｔ 为 ｔ 年 ｃ 城市工资的加权ꎬ估测城市 ｃ 在 ｔ 年的最低工资标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ｍｉｎ＿ｗａｇｅｃｔ 即为０.４×ｗａｇｅｃｔ ꎬ与当地劳动力供求变化等冲击无关ꎮ 此时ꎬ若企业ｔ－１年
平均工资低于估测的 ｃ 城市 ｔ 年的最低工资标准ꎬ则被定义为受影响相对较大的处理组ꎬ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ｔｒｅａｔｉｔ取值为 １ꎻ否则为对照组ꎬ取值为 ０ꎮ 其他变量设定与基准回归一致ꎬ工具变量

２ＳＬＳ 估计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ꎮ
根据表 ５ 可知ꎬ第一阶段估计结果表明 ｔｒｅａｔｉｔ和工具变量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ｔｒｅａｔｉｔ显著正相关、

ｔｒｅａｔｉｔ×ｐｏｓｔ０４ｔ 和工具变量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ｔｒｅａｔｉｔ×ｐｏｓｔ０４ｔ显著正相关ꎬ系数分别为 ０.７３２４ 和０.６４０１ꎬ
且不存在完全共线性ꎮ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的

值均远大于 １０％水平的临界值ꎬ故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ꎬ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 ＬＭ 统计量结

果也拒绝了识别不足假设ꎮ 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ꎬ核心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ｉｔ×ｐｏｓｔ０４ｔ)的系数

仍然显著为负ꎬ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ꎬ说明即使考虑到潜在的内生性问题ꎬ基准回归结果依

然成立ꎬ进一步证明了 ２００４ 年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抑制了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势力ꎮ

　 　 表 ５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ｆｉｒｓｔ: ｙ＝ ｔｒｅ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ｙ＝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４ ｓｅｃｏｎｄ: ｙ＝ ｌｎＭ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４ －０.１３９９∗∗∗

(－３３.６９９９)
０.６４０１∗∗∗

(２３２.４３４５)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ｔｒｅａｔ ０.７３２４∗∗∗

(２０３.５３２９)
－０.０３７３∗∗∗

(－２３.９４０２)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４ －０.０９７７∗∗∗

(－６.２０８７)

ｔｒｅａｔ ０.１２６２∗∗∗

(９.０９５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７６９５０６ ７６９５０６ ７６９５０６
Ｒ２ ０.４９７７ ０.４６４２ ０.０２４２

　 　 注:括号内是根据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的 ｔ 值ꎻ∗∗∗和∗分别代表在 １％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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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稳健性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ꎬ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ꎮ 首先ꎬ本文在基准回归

中设定识别最低工资制度冲击的变量 ｐｏｓｔ０４ｔ 在 ２００４ 年及以后取值为 １ꎬ而最低工资制度准

确的生效时间是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ꎮ 为了避免这一时间上的差异可能会给本文基准结果带来影

响ꎬ本文将 ２００４ 年 ｐｏｓｔ０４ｔ 的取值设定为 ５ / ６ꎬ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ꎬ见表 ６ 第(１)列ꎮ
其次ꎬ考虑到政策可能具有溢出效应ꎬ使得对照组也会受到政策影响ꎬ本文借鉴马双等

(２０１２)、 Ｇａｎ 等(２０１６)等现有文献的普遍做法ꎬ将核心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ｉｔ×ｐｏｓｔ０４ｔ 替换为连续

变量———最低工资标准对数 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ｔꎬ表 ６ 第(２)列的结果表明政策效应仍然显著为负ꎬ
说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再次ꎬ为了避免受极端值的影响ꎬ本文借鉴 Ｍａｙｎｅｒｉｓ 等(２０１８)的方法ꎬ剔除工资分布的

底部和顶部样本ꎬ以增强处理组和对照组企业之间的可比性ꎮ 具体而言ꎬ只保留企业平均工

资低于对照组(高工资组)企业中平均工资中位数和高于处理组(低工资组)企业中平均工

资十分位数的企业样本ꎮ 表 ６ 第(３)列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ꎬ说明基准回归结果

是稳健的ꎮ
最后ꎬ在本文样本期内中国还受到其他两项重大政策的影响ꎬ即 ２００１ 年加入 ＷＴＯ 和开

始于 ２０ 世纪末的国有企业改革ꎬ两者可能都会同时影响最低工资标准和企业买方势力ꎮ 为

了避免这两项政策的混淆效应ꎬ本文借鉴 Ｃｈｅ 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８)的做法ꎬ剔除样本期间出口最

多的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行业ꎬ以分离入世

的混淆效应ꎬ结果见表 ６ 第(４)列ꎮ 由于东北地区是老工业基地ꎬ国有企业密集度高ꎬ受国有

企业改革的影响较大ꎬ为了分离国有企业改革的混淆效应ꎬ本文剔除了东北地区的样本进行

回归ꎬ结果见表 ６ 第(５)列ꎮ 这两列的结果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ꎬ进一步证明了基准回归

结果的稳健性ꎮ

　 　 表 ６ 　 　 稳健性检验结果Ⅰ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４ －０.０４３４∗∗∗

(－４.７９７２)
－０.０３９７∗∗∗

(－３.８２１７)
－０.０５８８∗∗∗

(－６.１４８５)
－０.０４２９∗∗∗

(－４.７８３０)

ｌｎｍｉｎ＿ｗａｇｅ －０.０４００∗∗

(－２.４７９１)

ｔｒｅａｔ ０.０７０３∗∗∗

(９.３５３５)
０.０７５３∗∗∗

(８.５６８８)
０.０８２８∗∗∗

(１０.１８２０)
０.０７３８∗∗∗

(９.６５４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８８２ ５３６ ８８２ ５３６ ３９４ ８１１ ７３８ １３４ ８３８ ９４８
Ｒ２ ０.７０６６ ０.７０６５ ０.７３４３ ０.７１００ ０.７０８６

　 　 注:括号内是根据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的 ｔ 值ꎻ∗∗∗和∗∗分别表示在 １％和 ５％的水平上显著ꎮ

除此之外ꎬ最低工资政策主要影响那些初始平均工资较低的企业ꎬ对初始平均工资较高

企业的平均工资提高影响并不明显ꎮ 表 ７ 第(１)—(３)列分别为剔除企业平均工资高于

８０％分位、高于 ５０％分位和高于 ２０％分位企业平均工资样本的回归结果ꎮ 如果处理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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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照组企业样本的平均工资越接近ꎬ那么最低工资政策对这两组企业抽成率的平均影响

的差异会越小ꎮ 从表 ７ 第(１)—(３)列结果可知ꎬｔｒｅａｔｉｔ×ｐｏｓｔ０４ｔ系数的符号均显著为负ꎬ且随

着处理组与对照组企业样本平均工资的逐步接近ꎬ系数绝对值逐渐从 ０.０４０３ 缩小到 ０.０２６７ꎬ
且在剔除高于 ２０％分位企业平均工资样本时显著性减弱ꎬ表明最低工资政策对两组企业的

抽成率影响差异逐渐变小ꎬ这也进一步佐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ꎮ

　 　 表 ７ 　 　 稳健性检验结果Ⅱ:剔除高工资企业样本

变量
(１) (２) (３)

剔除高于 ８０％分位 剔除高于 ５０％分位 剔除高于 ２０％分位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４ －０.０４３４∗∗∗

(－４.７６２０)
－０.０４０３∗∗∗

(－３.９３４４)
－０.０２６７∗

(－１.７９９１)

ｔｒｅａｔ ０.０７５６∗∗∗

(９.６６６４)
０.０６４６∗∗∗

(７.３７２８)
０.０３９５∗∗∗

(３.１２１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６８６０９５ ３８７６５１ １２５２８４
Ｒ２ ０.７２３６ ０.７２３５ ０.７１３７

　 　 注:括号内是根据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的 ｔ 值ꎻ∗∗∗和∗分别代表在 １％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ꎮ

(二)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最低工资制度影响劳动力市场买方势力的异质性特征ꎬ本文从劳动密集

度、企业技能、企业规模和企业产权四个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ꎮ 一般而言ꎬ劳动密集型企业

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更大ꎬ对劳动力成本变动较敏感ꎬ因而受最低工资制度的影响

也更大(蒋灵多、陆毅ꎬ２０１７)ꎮ 为了揭示不同劳动密集度企业受最低工资制度影响的异质

性ꎬ本文借鉴高文静等(２０２２)的做法ꎬ用企业员工人数与固定资产比值衡量劳动密集度ꎬ并
根据该比值的中位数ꎬ将企业分为劳动密集度高、低两个子样本分别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ꎮ
表 ８ 第(１)、(２)列的结果显示ꎬ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两类企业的买方势力ꎬ但对

劳动密集度高的企业的影响显然更大ꎬ这一结果与预期十分吻合ꎮ
不同技能水平的企业受最低工资政策的影响可能也会存在差异ꎮ 平均而言ꎬ高技能企

业的员工议价能力较强ꎬ人均工资较高ꎬ受最低工资制度的影响较小ꎮ 而低技能企业员工的

可替代性高ꎬ受最低工资制度的影响较大ꎮ 为了揭示不同技能水平企业受最低工资制度的

异质性影响ꎬ本文借鉴张军等(２０１８)的方法ꎬ用 ２００４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高教育劳动

者比例来划分企业技能水平ꎮ 具体而言ꎬ将本科及以上劳动者占比大于样本中位数的企业

定义为高技能企业ꎬ反之则定义为低技能企业ꎮ 从表 ８ 第(３)、(４)列的结果可看出ꎬ最低工

资制度对低技能企业买方势力的影响显著为负ꎬ而对高技能企业买方势力的影响虽然为负ꎬ
但并不显著ꎬ与预期结果非常吻合ꎮ

不同规模的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势力存在差异ꎬ受最低工资政策的影响可能也会

有所不同ꎮ 为了区分企业规模的异质性ꎬ本文参照沈坤荣等(２０２３)的做法ꎬ根据国家统计局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２０１７)»将企业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ꎮ 具体而言ꎬ本文

将资产总计达 ４ 亿元及以上的企业划分为大型企业ꎬ将资产总计为 ４ 千万元以下的企业划

分为小型企业ꎬ其余企业为中型企业ꎬ并将三个子样本分别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ꎮ 从表 ８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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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列的结果中不难看出ꎬ最低工资制度对大型企业买方势力的影响不显著ꎬ但对中

型和小型企业买方势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ꎬ尤其对小型企业的影响最大ꎬ系数绝对值约为中

型企业系数绝对值的三倍ꎮ 这一结果与现实情况非常吻合ꎬ小型企业平均工资水平较低ꎬ最
容易受最低工资制度影响ꎮ

　 　 表 ８ 　 　 企业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高劳动
密集度

低劳动
密集度 高技能 低技能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４ －０.０５９７∗∗∗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５８４∗∗∗ －０.０３３６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７８２∗∗∗

(－５.０９４０) (－１.９３２１) (－０.３８８０) (－２.６９９３) (－０.８４３２) (－２.３６７０) (－４.２１６０)

ｔｒｅａｔ ０.０６２８∗∗∗ ０.０５５９∗∗∗ ０.０６６９∗∗ ０.１００６∗∗∗ ０.０４７６ ０.０５７７∗∗∗ ０.０１９４
(６.２３５１) (４.６２３１) (２.４３４５) (４.９８０６) (１.３４５５) (６.３０５７) (１.３０２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４１６８１７ ４０８３２７ １５０８８８ １５７３９９ １２３６４７ ６１８５１４ ９００５３
Ｒ２ ０.７４０１ ０.６９９５ ０.７０３８ ０.７４７２ ０.６５１１ ０.７１８６ ０.７７５７

　 　 注:括号内是根据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的 ｔ 值ꎻ∗∗∗、∗∗和∗分别代表在 １％、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ꎮ

不同产权的企业在治理结构、行业特质和政策福利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ꎬ因而受最低工

资制度的影响可能会存在明显不同ꎮ 为了揭示产权异质性ꎬ本文根据登记注册类型将企业

分为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中国港澳台企业、外资企业四类ꎬ并分别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ꎮ 从

表 ９ 的结果可以看出ꎬ不同产权企业的政策效果的确存在显著差异ꎬ其中ꎬ最低工资制度对

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买方势力的抑制效应最大ꎬ而对中国港澳台企业和民营企业买方势力

的抑制效应相对较小ꎮ 可能的原因在于ꎬ国有企业对国家政策的执行度较高ꎬ同时也承担了

较多的公共责任和任务ꎬ因而受最低工资制度的影响也更大ꎮ 外资企业在中国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ꎬ往往会比较严格地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ꎬ故其受最低工资制度的影响也较大ꎮ 相较

而言ꎬ虽然劳动力成本对民营企业的业绩会有较大影响ꎬ但是由于民营企业在人事雇佣、生
产经营等方面相对灵活ꎬ因此抵消了一部分最低工资政策实施的不利影响ꎬ从而受最低工资

制度的影响相对较小(许明、李逸飞ꎬ２０２０)ꎮ

　 　 表 ９ 　 　 企业产权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中国港澳台企业 外资企业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４ －０.０４１０∗∗∗ －０.１６２５∗∗∗ －０.０９７５∗∗ －０.１６２０∗∗∗

(－４.２４１１) (－３.７２０６) (－２.４９６８) (－２.９８８７)

ｔｒｅａｔ ０.０６８４∗∗∗ ０.０８６８∗∗∗ ０.０８５５∗∗∗ ０.１１５４∗∗

(８.１７７４) (３.２７３２) (２.６７７３) (２.４４２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６９４６３８ ３９２６９ ６４２５１ ５８６１１
Ｒ２ ０.７０７８ ０.６９４０ ０.６８６７ ０.６９０５

　 　 注:括号内是根据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的 ｔ 值ꎻ∗∗∗和∗∗分别代表在 １％和 ５％的水平上显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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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机制分析

最低工资制度究竟通过何种渠道削弱了企业的买方势力?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ꎬ«最低

工资规定»的实施会通过影响企业的工资水平、边际收益产品和劳动力需求ꎬ从而对劳动力

市场买方势力产生影响ꎮ 为了检验这些机制ꎬ本文构建模型如下:
ｌｎＭｉｔ ＝α×ｔｒｅａｔｉｔ＋λ×ｔｒｅａｔｉｔ×ｐｏｓｔ０４ｔ＋δ×Ｘ ｉｔ＋μｉ＋μｔ＋μｃ＋εｉｔ (９)

(９)式中:ｌｎＭｉｔ为被解释变量ꎬ由企业的平均工资(ｗａｇｅ)、劳动力需求( ｌａｂｏｒ)和劳动力边际

收益产品(ＭＲＰＬ)表示ꎬ其他变量设定与基准回归相同ꎬ结果见表 １０ꎮ
第(１)列的结果表明ꎬ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ꎬ表明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受

约束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ꎬ这必然会削弱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买

方势力ꎮ 第(２)列和第(３)列中交互项系数分别显著为负和正ꎬ说明«最低工资规定»的实施

确实显著降低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ꎬ同时提高了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产品ꎮ 这与前文提出

的假说完全吻合ꎬ即在最低工资政策的冲击下ꎬ企业使用劳动力的边际成本上升ꎬ为了节约

成本ꎬ企业不得不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ꎬ而劳动力需求的收缩间接地提高了边际收益产品ꎮ
由于最低工资政策对工资的提升效应(见第(１)列结果)大于对劳动力边际收益产品的提升

效应(见第(３)列结果)ꎬ因此ꎬ根据抽成率的计算公式ꎬ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买方势力将

被削弱ꎮ 综合而言ꎬ本文认为最低工资制度主要通过工资上涨的直接效应和劳动力需求收

缩的间接效应这两大机制ꎬ削弱了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势力ꎮ

　 　 表 １０ 　 　 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ｌｎｗａｇｅ ｌｎｌａｂｏｒ ｌｎＭＲＰＬ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４
０.１４０２∗∗∗ －０.０３４４∗∗∗ ０.０９３２∗∗∗

(３１.２６１５) (－１０.０５１４) (１０.４１３４)

ｔｒｅａｔ
－０.０６５８∗∗∗ －０.０４６０∗∗∗ ０.００７７
(－１７.０７５３) (－１５.８１５１) (１.００７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８８２５３６ ８８２５３６ ８８２５３６
Ｒ２ ０.６２５７ ０.８５５２ ０.７１６７

　 　 注:括号内是根据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的 ｔ 值ꎻ∗∗∗代表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ꎮ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估测了中国工业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买方势力ꎬ然后通过 ２００４ 年«最低工

资规定»的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了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买方势力的

因果效应ꎮ 研究结果表明:(１)平均而言ꎬ中国工业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较强的买方势

力ꎬ且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ꎻ在所有行业中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买方势力最弱ꎬ劳动和资本密

集型企业的买方势力较强ꎮ (２)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的买方势力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ꎬ各种

稳健性检验均支持这一结果ꎮ (３)不同劳动密集度、不同技能水平、不同规模和不同产权企

业的买方势力受最低工资制度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ꎬ具体而言ꎬ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密集型

８４１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企业、低技能企业、小型企业、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买方势力的削弱效应较大ꎮ (４)最低工资

制度主要通过工资上涨的直接效应和劳动力需求收缩的间接效应削弱了企业的买方势力ꎮ
基于上述结论ꎬ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劳动法»«最低工资规定»等法律法规体系ꎬ确保最低工资制度有法

可依、有法必依ꎮ 强化企业告知义务ꎬ确保劳动者对最低工资相关法律制度的知情权ꎮ 严格

执法检查ꎬ对违反规定的企业依法进行处罚ꎬ确保最低工资制度得到严格执行ꎮ 畅通投诉举

报渠道ꎬ鼓励劳动者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ꎬ及时披露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ꎮ 细化制度内

容ꎬ在目前分地区实施差异化最低工资标准的基础上ꎬ探索针对不同行业、职业等实行差别

化最低工资标准ꎮ 加强普法宣传教育ꎬ强化企业、劳动者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法律意识ꎬ严格

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ꎮ 坚持与时俱进ꎬ加快推进劳动保护法律法规在各级各类

劳动力市场中的应用ꎮ 尤其是随着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等新兴商业模式的出现ꎬ要加快研

究新兴商业模式中的违法认定标准ꎬ并出台相应的劳动保护措施ꎮ 强化执法监督和审查工

作ꎬ确保劳动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能够得到严格执行ꎮ 提高劳动者的市场主体地位ꎬ畅通劳

动者依法申诉、上诉的渠道ꎬ加大法律援助力度ꎮ
二是要着力提升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ꎬ加强技能培训与在职教育ꎬ通过对技能水平和

业务能力的提升增加劳动者就业的灵活性ꎮ 大力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ꎬ打造一批有影

响力、市场广泛认可的职业院校ꎬ为社会培养和输送具有工匠精神的专业技能人才ꎮ 充分利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ꎬ着力完善就业信息系统建设ꎬ增强用人单位和求职人员的信

息沟通和匹配效率ꎮ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ꎬ充分发挥国家财政作用ꎬ增加民生支出ꎬ加
大对低收入劳动者的保障力度ꎮ 增加医疗救助金和社会失业救济金ꎬ降低劳动者面临的失

业威胁和失业成本ꎬ让劳动者在与企业进行工资议价时处于更有利的位置ꎮ
三是要坚决摒弃“９９６”“００７”等过度内卷的加班文化ꎬ引导和规范企业树立以人为本的

正确雇佣观ꎬ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休息、休假、生育等权利ꎮ 完善立法、强化执法ꎬ严厉打

击克扣、拖欠员工工资福利行为ꎮ 大力推动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建设ꎬ禁止企业在招聘过程

中实施性别、年龄、出身、地域等各种形式的就业歧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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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Ｂａｒｔｉｋꎬ Ｔ. Ｊ. １９９１. Ｗｈｏ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Ｋａｌａｍａｚｏｏꎬ ＭＩ: Ｕｐｊｏｈ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９.Ｂｒｏｏｋｓꎬ Ｗ. Ｊ.ꎬ Ｊ. Ｐ. Ｋａｂｏｓｋｉꎬ ａｎｄ Ｉ. Ｏ. Ｋｏｎｄｏꎬ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Ｍｏｎｏｐｓｏｎｙ

Ｐｏｗｅｒ.” ＩＭ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９: ４７０－５０４.
３０.Ｃａｌｉｅｎｄｏꎬ Ｍ.ꎬ Ｗ. Ｌｉｎｄａꎬ ａｎｄ Ｓ. Ｃａｒｓｔｅｎ. ２０１９. “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Ｇｅｒｍ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３): ２５７－２９２.
３１.Ｃａｒｄꎬ Ｄ.ꎬ Ａ. Ｒ. Ｃａｒｄｏｓｏꎬ Ｊ. Ｈｅｉｎ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Ｐ. Ｋｌｉｎｅ. ２０１６.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６(Ｓ１): Ｓ１３－Ｓ７０.
３２.Ｃａｓｅｌｌｉꎬ Ｍ.ꎬ Ｊ. Ｍｏｎｄｏｌｏꎬ ａｎｄ Ｓ. Ｓｃｈｉａｖｏ. ２０２３.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ｎ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ｔａｌ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５５(１５): １７１３－１７２７.
３３.Ｃｈｅꎬ Ｙ.ꎬ ａｎｄ 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８. “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ꎬ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９９０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２８(６１４): ２２８２－２３２０.
３４.Ｃｏｒｅｌｌａꎬ Ｌ. Ｆ. Ｍ. ２０２０.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ｓ ｉｎ Ｍｏｎｏｐｓｏｎｉｓｔｉｃ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Ｚ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９(１): １－２８.
３５.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ꎬ Ｊ.ꎬ ａｎｄ Ｆ. Ｗａｒｚｙｎｓｋｉ. ２０１２. “Ｍａｒｋｕｐ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２(６): ２４３７－７１.
３６. Ｄｒａｃａꎬ Ｍ.ꎬ Ｓ. Ｍａｃｈｉｎꎬ ａｎｄ Ｊ. Ｖａｎ Ｒｅｅｎｅｎ. ２０１１. “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１): １２９－１５１.
３７.Ｆａｎｇꎬ Ｔ.ꎬ Ｍ. Ｇｕｎｄｅｒｓｏｎꎬ ａｎｄ Ｃ. Ｌｉｎ. ２０２１.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ｓ ｏｎ Ｗａｇｅｓꎬ Ｗａｇ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ꎬ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Ｄａｔ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５(２): ８５４－８７７.

３８.Ｆａｎｇꎬ Ｔ.ꎬ ａｎｄ Ｃ. Ｌｉｎ. ２０１５.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Ｚ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４(１):
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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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Ｇａｎꎬ Ｌ.ꎬ Ｍ. Ａ. 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ꎬ ａｎｄ Ｓ. Ｍａ.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００: ８１－９４.

４０.Ｈａｒａｓｚｔｏｓｉꎬ Ｐ.ꎬ ａｎｄ Ａ. Ｌｉｎｄｎｅｒ. ２０１９. “Ｗｈｏ Ｐａｙ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９(８):２６９３－２７２７.

４１.Ｍａｎｎｉｎｇꎬ Ａ. ２０２１. “Ｍｏｎｏｐｓｏｎｙ ｉｎ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ＩＬＲ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４ (１): ３－２６.
４２.Ｍａｔｓｕｄａｉｒａꎬ Ｊ. Ｄ. ２０１４. “Ｍｏｎｏｐｓｏｎ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ｗａｇ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Ｎｕｒｓｅ Ｓｔａｆｆ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９６(１): ９２－１０２.
４３.Ｍａｙｎｅｒｉｓꎬ Ｆ.ꎬ Ｓ. Ｐｏｎｃｅｔꎬ ａｎｄ Ｔ.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ｎｓ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ｓ: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ｓꎬ

Ｆｉｒ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ＲＥ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ｄｅ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 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ｅｓꎬ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ｓꎬ Ｎｏ. ２０１４０１５.

４４.Ｍａｙｎｅｒｉｓꎬ Ｆ.ꎬ Ｓ. Ｐｏｎｃｅｔꎬ ａｎｄ Ｔ.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８. “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ｏｒ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Ｆｉｒｍ － ｌｅｖｅ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３５: ２０－４２.

４５.Ｎｉꎬ Ｊ.ꎬ Ｇ. Ｗａｎｇꎬ ａｎｄ Ｘ. Ｙａｏ. ２０１１. “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ｓ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４４(１):１８－３８.

４６.Ｓｕｎꎬ Ｗ.ꎬ Ｘ. Ｗａｎｇꎬ ａｎｄ Ｘ.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ＮＳ.” ＩＺ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４(１): １－２２.

４７.Ｔｏｒｔａｒｏｌｏꎬ Ｄ.ꎬ ａｎｄ Ｒ. Ｚａｒａｔｅ. ２０１８.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４８.Ｙｅｈꎬ Ｃ.ꎬ Ｃ. Ｍａｃａｌｕｓｏꎬ ａｎｄ Ｂ. Ｈｅｒｓｈｂｅｉｎ. ２０２２. “Ｍｏｎｏｐｓｏｎ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１２(７): ２０９９－２１３８.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Ｍｏｎｏｐｓｏｎｙ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ａｉ Ｊｉａｗｕ１ꎬ Ｗａｎｇ Ｙｅ１ꎬ Ｌｉ Ｘｕｎ２ꎬ Ｘｉｏｎｇ Ｒｕｉｘｉａｎｇ１

(１: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ꎬ Ｈｕ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ꎻ
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ꎬ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ｏｎｏｐｓｏｎｙ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ｒｓ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ｍｏｎｏｐｓｏｎｙ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 ｍｏｎｏｐｓｏｎｙ ｐｏｗ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ｍｏｎｏｐｓｏｎｙ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ꎬ ａｎｄ ｉｔ ｓｈｏｗｓ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ｙｅａｒ ｂｙ ｙｅａｒꎻ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ｗｅａｋｅｓｔ ｍｏｎｏｐｓｏｎｙ ｐｏｗｅｒꎬ ｗｈｉｌｅ ｌａｂｏ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
ｍｏｎｏｐｓｏｎｙ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ｗｅａｋｅｎｓ ｆｉｒｍｓ’ ｍｏｎｏｐｓｏｎｙ ｐｏｗｅｒ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ｏｐｓｏｎｙ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ꎬ
ｌｏｗ－ｓｋｉｌ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ꎬ ｓｍａｌ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ꎬ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 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ｅａｋｅｎｓ ｔｈｅ ｍｏｎｏｐｓｏｎｙ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ｇ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ꎬ ｅｎｒｉ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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